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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制度主义:一种国际
关系理论的合成

张发林***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现实发生诸多新变化,国际体系表现出无

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双重特征,大国间关系呈现出“冲突—合作复合形

态”,国际秩序变迁态势渐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不断变化的经验

现实间的错位加剧,无法很好地解释新变化,理论式微现状与理论创

新需求并存。现实制度主义融合主流理论的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
尝试合成一种新理论,以解释国际体系的新特征、国际关系的新形态

和国际秩序的变迁。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在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国

际体系下,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是主权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国际

制度性权力成为一种基础性权力形式,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权力属性,
国际关系呈现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将决

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以中美关系为经验分析对象,现实

制度主义较好地解释了中美关系的复合形态,以及中美制度竞争对

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影响。理论创新的尝试旨在更合理地解释变化

中的国际关系现实,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以此为维护国

际体系稳定和推动国际秩序和平演进的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提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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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现实制度主义 国际制度性权力 冲

突—合作复合形态 国际秩序变迁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规律发现和系统解释,然而,国际关系

是否具有跨时空客观性颇具争议,现实的变化需要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冷战

结束以来,尤其进入21世纪后,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加剧,具体表现为经济全

球化的深入和国际体系制度化,国际体系表现出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双重特

征,国际关系现实越发表现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国际秩序显现变迁之势,
而国际关系理论却逐渐式微,甚至被认为“理论已逝”。① 由此,国际关系经验

世界和抽象理论间的错位加剧,问题导向的经验研究渐盛,国际关系现实的新

变化缺乏理论解释,理论发展和创新的需求愈发强烈。② 鉴于此,本文尝试对

国际关系两大主流理性流派(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进行合成,将解释

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形态的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融合起来,构建现实制度主

义的新理论,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的新变化,尤其是国际关系的冲突—合作复

合形态和国际秩序变迁。

一、
  

权力与制度逻辑的初步融合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了解释国际关系形态的不同逻辑,主要包括现实

主义侧重解释国际冲突的权力逻辑,新自由制度主义尝试解释国际合作的制

度逻辑,以及建构主义的文化逻辑。相较之下,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整

体上都遵循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而建构主义则强调解释主义的重要性。现

实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主要是在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合成。
尽管这两种逻辑各有侧重,但本质上并不是相互独立和完全互斥的,而是存在

不同程度的交集和重合,一些理论和经验研究也尝试对其进行融合,具体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权力或制度逻辑下对制度或权力加以考量,进行范式内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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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逻辑下研究权力的代表性理论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基

本接受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但增加国际制度的中介变量和复合相互依赖的

国际体系特征判断。在权力逻辑下的制度研究,具体表现为不同现实主义流

派的制度观。虽然强调权力政治,古典和新现实主义并没有完全忽略国际制

度。现实主义宏观范式下的多种理论分支都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重地关注制度

因素。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制度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国际法和正式国际组织,
卡尔(E.

 

H.
 

Carr)将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视为权力和国家利益的附属品,“是更

强者的武器”;①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法对国家权力具有限制作用,国家遵

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出于权力和利益考量。② 在权力政治的核心逻辑下,古
典现实主义的制度观往往被忽略。这种制度观将制度(包括一些非正式制度)
视作权力的机制,其使国家能够更好地聚焦和部署权力,即制度提供了权力

机制。③

新现实主义的制度观存在较大分歧,大致可被总结为华尔兹式、吉尔平

式、克拉斯纳式和米尔斯海默式。④
 

肯尼思·华尔兹的均势理论(或正统结构现

实主义)忽略了国家实现权力最大化的具体过程,从而也忽略了国际制度,这
是“新现实主义忽略国际制度”的传统印象的主要来源。面对“忽略国际制度”
的指责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受华尔兹式结构现实主义影响的其他新现

实主义,开始在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下增加对国际制度的解释。这类新现实主

义的制度研究被称之为“改良的结构现实主义”(modified
 

structural
 

realism)
或“新现实制度主义”(neo-realist

 

institutionalism),⑤其国际制度观存在较大

差异。⑥ 吉尔平式的制度观认为,国际制度是霸权战争的驱动因素,霸权国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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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度从而获得结构性优势地位,这种优势进而巩固其霸权地位。① 斯坦福大

学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认为,在主导国的相对优势得

到维持的情况下,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国际体制正是为合作服务的,且国际体

制也会通过滞后和反馈产生一定的独立影响。②
 

克拉斯纳式的制度观不但继承

了传统现实主义将国际制度视为权力对象和工具的观点,还一定程度上承认

了国际制度的独立性和影响力。米尔斯海默式的制度观则全盘否定国际制度

的作用,认为其是权力政治的附属现象。③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尝试跳脱出特定理论范式的束缚,将权力和制度两种

逻辑不同程度地折中或合成。从一般意义而言,以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

主义三大宏观范式下的不同理论分支为基础,进行每两个或每多个的组合,可
以产生多种理论融合的可能性。④

 

但在具体研究中,具有理论融合可操作性的

组合和相关尝试并不多见(如现实建构主义和建构—批判理论综合),⑤上述解

释国际关系形态的权力和制度逻辑是进行理论融合的重要组合,相关研究大

致从理论的四个不同层级进行融合尝试。
在宏观理论层面,自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论战之初,理论对话和

理论融合的呼吁便不断。基欧汉的理论创建本身便是将体制研究与霸权稳定

理论进行合成,在结构现实主义权力逻辑基础上引入了制度因素。如他所述,
“我做的工作是综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各种要素”,理论的发展应“打破人

为的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营垒的学术边界”。⑥ 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奥

利·韦弗尔(Ole
 

Waver)则明确地提出“新新合成”(即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

度主义的合成)。⑦ 1999年,国际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
tion,

 

ISA)主席迈克尔·布雷彻(Micheal
 

Brecher)在其主席致辞中公开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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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缺陷的二分法,进行理论和方法的综合,推动国际关

系的知识积累。① 尽管如此,国际关系宏观范式的发展依然陷入困境,权力逻

辑和制度逻辑在宏观理论层面的融合和创新匮乏,一些研究甚至批判“主义之

恶”(“isms”
 

are
 

evil),认为“理论已逝”。② 宏观范式融合的困难使相关研究转

而在具体理论、分析框架和概念层面进行权力和制度逻辑的融合。
在具体理论层面,一些研究尝试结合权力和制度逻辑构建具有一定范围

解释力的理论,这较于宏观范式层面的融合相对更容易。例如,荷兰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Twente)助理教授肖恩·唐纳利(Shawn
 

Donnelly)通过融合权

力和制度逻辑对欧洲的国际关系现实与问题进行解释,并初步提出“现实制度

主义”(realist
 

institutionalism)概念。③
 

但是,唐纳利所称之为的“现实制度主

义”本质上是指新现实主义的制度研究,也即前文提及的“改良的结构现实主

义”或“新现实制度主义”。不同的是,唐纳利并不是论述特定新现实主义分支

理论如何解释国际制度,而是尝试建立与其他具体理论并列的另一种具体

理论。
更多将权力和制度逻辑进行结合的尝试是在分析框架层面。宏观范式和

具体理论的创建具有较高的难度和要求,而分析框架的构建相对更加容易。
这种权力和制度逻辑结合的分析框架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一种分析逻辑,即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戴维·莱克(David
  

A.
 

Lake)教授所主张的“中层理论”
(mid-level

 

theory)。④ 明 尼 苏 达 大 学 教 授 罗 纳 德·克 雷 布 斯(Ronald
 

R.
 

Krebs)较早(1999年)在联盟研究中明确使用了“realist
 

institutionalism”(现实

制度主义)一词,他将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

折中性框架分析希腊—土耳其冲突。⑤ 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教授塞缪

尔·巴尔金(J.
 

Samuel
 

Barkin)和前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帕特里夏·韦茨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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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ia
 

A.
 

Weitsman)沿用了克雷布斯的思路,阐述了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

框架。他们认为,国际制度既是能够产生独立影响的行为体,也是国家获得影

响力的工具,但是,其所指的国际制度被狭义地限定为正式国际组织。①
 

此外,
权力和制度逻辑相结合的分析框架还至少包括前述“新现实制度主义”,②“观
念—制度现实主义”(将观念因素带入区域一体化研究中,提出了合作性霸权

的新地区秩序)③和“制度现实主义”等。④
 

国内学者也尝试建立权力政治与国际制度结合的折中分析框架。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较早使用和论述“现实制度主义”,
 

与前述相关

研究中的“realist
 

institutionalism”略有不同,他将这一概念译为“realistic
 

insti-
tutionalism”。⑤

 

李巍将现实制度主义明确界定为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

折中分析之后所形成的一个新的专门解释国际制度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这
一分析框架强调国际制度作为公共物品的中性和作为国家权力工具的非中

性,以及由此诱发的国家间的制度竞争。⑥
 

这一折中分析视角和框架颇具启发

性,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分析工具,也为后文现实制度主义的进

一步理论化提供了批判和借鉴的基础。
最后,在概念层面,“制度性权力”对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和权力的制度工

具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概念层面的权力政治与国际制度结合是更加基础性

的,为理论和分析框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在一项关于国际权力分

类的经典研究中,制度性权力被视为国家通过国际制度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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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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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8,
 

No.4,
 

2002,
 

pp.677-696.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贺凯教授提出的“制度现实主义”是一种更加关注国际制度在权力政治中作

用的现实主义,即主权国家如何利用国际制度实现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的现实主义目标。李巍在中文研究

中较早使用的“现实制度主义”是结合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折中分析框架。本文尝试沿着这种折

中逻辑,合成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参见 Kai
 

He,
 

“Does
 

ASEAN
 

Ma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stitutional
 

Realism,
 

and
 

ASEAN,”
 

Asian
 

Security,
 

Vol.2,
 

No.3,
 

2006,
 

pp.189-214。
从字面含义而言,“realist

 

institutionalism”指现实主义者的制度主义理论,具体表现为现实主义的

制度研究,
 

“realistic
 

institutionalism”指带有现实主义特色的制度主义,具体表现为制度理论中纳入现实主

义因素。
 

“Realistic
 

institutionalism”的折中色彩更明显,但“realist
 

institutionalism”在英文研究中的使用更

加普遍,因此本文采用“realist
 

institutionalism”。参见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一种现实制度

主义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27—154页;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

的生成》,《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59页。
李巍、张玉环:《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解释》,第127—129页。



能力。①
 

这一定义将国际制度视为权力的中介变量,与克拉斯纳式新现实主义

制度观较为类似。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将制度性权力定义为“一国源自和通

过国际制度影响他国观念及/或行为的能力”。②
 

这种定义既将国际制度视为权

力的来源,也将其视为权力的工具,国际制度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权力

属性。

二、
 

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创建

在上述既有理论融合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进一步对权力逻辑和制度

逻辑进行融合,并初步提出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构想。

(一)
 

概念界定与理论需求:为何是“现实制度主义”?

如前所示,现实制度主义(realist
 

institutionalism)的概念和用法早已有

之,但其所指却多有不同。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维诺德·阿格瓦

尔(Vinod
 

K.
 

Aggarwal)较早所使用的“neo-realist
 

institutionalism”是指新现

实主义的制度研究,其本质是现实主义的分支。③
 

一项研究将德国法学家和政

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总结为“现实制度

主义”(realist
 

institutionalism),
 

认为施密特的思想总体是一种现实主义,但在

对于制度的思考上与古典和结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④
 

这一用法也趋近于现实

主义的制度研究。另外,其他相邻学科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概念,如关于民族促

进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complex
 

realist
 

institutionalism”(复合现实制度主

义),⑤
 

社会学组织制度主义相关研究中也提及“realist
 

institutionalism”(现实

制度主义),其指作为理性行为体的组织通过控制制度进而掌控资源。⑥
 

这些用

法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去甚远。如前文提及,克雷布斯所使用的“realist
 

inst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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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ism”(现实制度主义)是指一种将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进行

结合的分析框架。① 中文研究中的“现实制度主义”用法也多指一种将权力和

制度逻辑进行结合的折中分析框架。由此可见,在较为有限的相关研究中,现
实制度主义的主流用法是指将权力和制度逻辑进行融合的折中分析框架或理

论,这与其概念的字面含义也是吻合的。但是,这些融合尚停留在分析框架和

概念层面,缺少理论构建或理论化。沿袭了这种概念的用法和基本思路,出于

以下几点主要原因,本文试图进一步将这种折中思路理论化。
其一,国际关系不是跨时空的客观事实,而是具有历时性,在不同时期表

现出不同内涵和特征,由此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与时俱进。在“社会科学是否是

科学”和“是否有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争论中,国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

存在性和时空性是争论的焦点。比照自然科学的标准,国际关系学所研究的

对象应是跨时空的客观存在。这与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演进历史不相符。
在主权概念和主权国家诞生以前,国际关系并不存在,这本身就说明了国际关

系的历史性和时间性。即使在主权国家诞生后,国际关系的内涵和特征一直

在发生变化。技术进步、文明进步、全球化、国家政治组织形态的改进等因素

都在不断改变国际关系。地理大发现之后和主权国家诞生之初的国际关系体

现出较低的文明程度和较淡的规范性价值色彩,国家不平等(如殖民地)和人

的不平等(如奴隶贸易)广泛存在。当代国际关系更加强调规范价值,如主权

独立、国家平等和种族平等。技术进步所驱动的全球化使国家间关系和跨国

关系都大幅增加,国际关系的内涵和特征不断变化,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和演

进正是对国际关系变化的反应。由此,国际关系学不是自然科学定义下的科

学,国际关系理论需要随着其经验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改进。
其二,“冲突—合作复合形态”是当前国际关系形态的主要特征,片面强调

冲突或合作的理论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形态。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形态是国

际关系理论的终极目标。权力政治下的冲突逻辑和国际制度下的合作逻辑都

致力于这一目标。但是,当前的国际关系形态呈现出了“冲突—合作复合形

态”的显著特征。这种复合形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内涵:(1)
 

相同对象国,时而

冲突、时而合作(关系波动);(2)
 

相同对象国,部分冲突、部分合作(关系分层);
(3)

 

不同对象国,有的冲突,有的合作(关系聚类);(4)
 

从冲突到合作的谱系,
而非二分法(关系细分)。关系波动、关系分层、关系聚类和关系细分是国际关

系日趋复杂化的表现,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体系制度化的必然结果。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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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的“复合相互依赖”很好地解释了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引
起了对国际制度功能性作用的关注,而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和国际制度竞争

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
其三,解释国际秩序变革的现实需求和推动国际秩序和平演进的规范性

目标迫切需要理论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延续

至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在这一国际秩序下发展起来,且不同理论重点关

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展到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然而,随着主要国家政治

经济实力的差异化增长,国际秩序演进到一个新的节点,甚至有研究认为美国

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将走向终点。因此,解释国际秩序的变革成为理论发展

和创新的重要议题。国际秩序的核心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对权力

和利益的追逐是国际秩序演进的最根本动因。国际秩序的内涵是国际制度,
在形式和内容上国际秩序都通过国际制度构建和体现。由此,解释国际秩序

的变革需要给予权力和国际制度同等重要的关注,这正是现实制度主义尝试

将权力和制度逻辑相融合的重要考量。
基于此,现实制度主义尝试回答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在表现为冲突—合作

复合形态的国际制度体系中,国际秩序将如何演进? 这一核心问题包含以下

背景性和支撑性问题:国际关系何以表现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 换言之,在
经济全球化(复合相互依赖)和国际体系制度化的背景下,为什么国家间关系

的合作性并未随之增强(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为),而是充满了冲突与竞争,
但国际关系也并未陷入无限的冲突中(如古典和结构现实主义所认为),而是

呈现出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复合形态? 如何理解国际制度的多重权力属性? 在

国际制度体系中,大国国际制度竞争如何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

(二)
  

现实制度主义的内涵与核心逻辑

现实制度主义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是:在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国际体

系下,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是主权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国际制度性权力成

为一种基础性权力形式,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权力属性,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

导致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并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这一核心结

论包含以下三个假定和两个核心假设。
假定一:主权国家是理性且自利的单一行为主体,有追求权力的天然倾

向。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假定国家

是理性且自利的,但对利益的定义却存在差异。现实主义总体上以权力界定

利益,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利益观是多元的。现实制度主义沿袭现实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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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观,认为理性国家所追逐的最重要利益是国家权力。但如下文详述,在国

际体系不断制度化的背景下,国际制度性权力成为最核心的权力。现实制度

主义理论中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主权国家,这一假定沿袭

了(古典和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这种整体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

的假定面临较多质疑,最主要的两个质疑是:国家应还原为具体的国内政治过

程和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也是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但是,“国家单一行

为体”的假定有如下三点理由。其一,国际体系作为一种结构是由最重要的行

为主体(即国家)所定义的。国家并不是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行为主体,但主权

国家是国际体系得以被定义的最重要元素,其他行为体以国家为标杆位于国

际体系的不同位置。因此,参考华尔兹的观点,只要国家可以定义国际体系,
其自然也应该是抽象和简约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唯一行为主体;①

 

其二,理论的

功能不是对复杂事实进行完美再现,而是通过简化发现抽象和简约的规律。
国内政治过程是复杂且差异化的,而整体主义假定将国家简约化和同质化,从
而使抽象理论的构建变得可能;其三,简约的理论并不是完全忽略国内政治过

程,而是提供了打开国家“黑箱”的方向和路径。正是古典和结构现实主义高

度简约的理论使国际关系有规律可争论,也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打开国家“黑
箱”的尝试奠定了理论基础。基欧汉也承认将国内政治纳入其理论中是困难

的,但其理论却为后续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探讨国内和国际政治关联性的尝试

开辟了一条新路径。②

假定二:国际体系是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主要有

两种含义:缺乏超国家政府和缺乏秩序。由于对政府的定义不同,缺乏超国家

政府被不同地理解为缺乏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缺乏制度、缺乏特定的政府

功能等。③
 

这种无政府性的定义被普遍接受,并成为主流理性主义理论的假设

前提。后一种含义(缺乏秩序)则广受质疑,即没有超国家权威并不等于缺乏

秩序。④
 

现实制度主义接受狭义的无政府性定义,认为其是指没有合法使用武

力的垄断权和缺乏特定的政府功能,但不认为其内涵包含缺乏制度和缺乏秩

序。相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制度性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制

度性是指国际制度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内涵,是国际体系的基本且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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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成元素和方式,国际体系逐渐具体化为一个国际制度网络所构成的国际

制度体系。国际体系的制度性正是国际关系历时性的表现,是国际体系演进

中逐渐显现的新特征。本文现实制度主义理论所指的国际制度是广义的,包
含一切形式的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正是国际体系属性和内涵的

新变化为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创造了需要。
假定三:国际制度是权力的对象、工具和来源,具有中性和非中性的双重

属性。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

分支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些方面。其一,国际制度是权力的作用对象。
这种权力观将国际制度视为权力的结果,认为国际制度对权力政治的影响是

十分有限的,古典现实主义、华尔兹式的结构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式新现实

主义(进攻现实主义)多持有这种观点;其二,国际制度是权力的工具。这种工

具性有中性和非中性两个维度。中性维度是指国际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

有解决“政治市场失灵”的功能性作用,这正是基欧汉所强调的国际制度功

能。①
 

沃尔特式防御现实主义也认为军控和联盟等机制对无政府状态有一定的

制约作用。②
 

非中性维度是指国际制度是主导国实现私利的权力工具,新现实

主义的制度观不同程度地持有这种观点,如前文提及的吉尔平式新现实主义。
其三,国际制度是权力的来源。当国际制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

性,其便会成为权力的来源,国家通过创建、参与或退出特定国际制度便可获

得权力。强制度主义者高度强调制度的自主性,由此制度是权力的重要来源。
克拉斯纳式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尤其是国际体制)可通过“滞后”和“反
馈”获得自主性,从而反过来影响权力政治。③

 

通过剖析上述三种国际制度的权

力属性,相关理性国际关系理论可根据其对权力政治和国际制度的强调程度

做如下排序。(参见图1)
基于上述三个假定,现实制度主义理论有两大核心假设。
假设一:国际制度的多重权力属性和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导致了国际关

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上述国际制度的三种权力属性共同构成了“国际

制度性权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power)的内涵,而国际制度性权力是

主权国家在国际制度体系中所追逐的重要权力。具体而言,国际制度性权力

是指:国家在国际制度的创建、存续、变迁过程中影响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的

观念及/或行为的能力,其中,国际制度是权力的结果、工具及/或来源。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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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86页。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7页。
〔美〕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国际机制》,第359页。



图 1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度制度化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追逐和分配,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

制度性权力结构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形态。但是,相关理论对国际制度性权力

的不同界定推导出了不同的国际关系形态。古典现实主义和华尔兹结构现实

主义聚焦的权力是作用于国际制度的权力,国际制度多是权力的附属品,由
此,国际关系是冲突性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对无政府状态的功

能性缓解作用,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在复合相互依赖下,国际关系是偏合作性

的。克拉斯纳等新现实制度主义研究也一定程度承认国际制度的独立性和功

能性作用,但现实主义的底色决定了其对国际关系形态偏冲突性的判断。强

制度主义和理想主义都认为国际制度有高度的自主性,是权力的来源,对权力

政治有很强的制约作用,甚至可以替代权力政治,因此,国际关系的形态是合

作性的。现实制度主义的国际制度性权力定义融合了上述三种权力逻辑,认
为在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中三种权力逻辑并存,由此得出冲突—合作复合形

态的判断。图2总结了国际制度的权力逻辑与国际关系复合形态。

图 2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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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二: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决定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和方式。国际

制度自主性越高,国家权力自主性则相应减弱,国际秩序变迁的冲突性则越

低。反之,国际制度自主性越低,国家权力自主性则相应更强,国际秩序变迁

的冲突性则越高。
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是国际制度,特定国际秩序是通过国际制度界定的。

国际秩序的建立或改革在根本上表现为国际制度的确立或改变,无论国家使

用暴力或非暴力手段,建立或改革国际制度都是必要的过程。因此,核心国家

的国际制度竞争是决定国际秩序演变方向和方式的重要变量。演变方向是指

秩序更加沿着谁的认知和偏好改变。在国际制度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

家,其认知和偏好将更大程度上决定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例如,美国正是在

与英国的国际制度竞争中获得优势,从而主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

的重建。演变方式是指秩序变迁的冲突性(或合作性)程度。国际制度竞争的

优势来源于国家实力和能力,这从某种程度上回归到了权力政治的逻辑上。
但是,如上文所述,国家与国际制度存在三重权力逻辑,权力政治逻辑下将国

际制度完全视为权力结果只是三重逻辑中的一种,权力政治逻辑关于国际秩

序变革完全冲突性的判断有失偏颇,国际制度还可以是国家行为的外在约束,
可在一定程度和特定条件下制约国家权力。

在国际秩序变迁过程中,相关国家的国际制度竞争表现为三种权力的博

弈,即作用于国际制度的权力、通过国际制度的权力和来源于国际制度的权力

(参见图3)。在这三种权力中,国际制度自主性从低到高变化,而国家权力自

主性则从高到低变化,两者呈现负相关。国际制度自主性表现为国际制度身

份、地位和影响力相对于主权国家的独立程度,而国家权力自主性是指国家在

国际社会实施权力所受到的外在约束程度。国际制度受国家权力的影响越

弱,对国家行为的约束越强,则国际制度自主性越高,而国家权力自主性越低,
反之亦然。国家权力自主性越强,国家间关系越可能陷入古典现实主义的高

度冲突中,而国家权力自主性越弱,国家间关系越可能表现为理想主义的合作

与和平(参见图2)。因此,国际秩序变迁的冲突性强弱在根本上取决于国际制

度和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在具体形式上表现为国家在三种权力上的竞争,三种

权力竞争同时存在,何种权力竞争的比重更大,将决定国际秩序变迁的冲突性

强弱。图3概括了国家权力自主性和国际制度自主性对国际秩序变迁的影响

逻辑。
在上述核心问题、假定和假设的基础,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逻辑逐渐清晰

(参见图4)。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制度性成为国际体系的新特征,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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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国际秩序变迁的冲突性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体系表现出了无政府性和制度性,国际关系呈现出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复合形

态。在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决定了主权国

家的行为,行为的核心目标是追逐国际制度性权力和与此相关的多元收益。
国际制度具有三种权力属性,即作用于国际制度的权力、通过国际制度表达的

权力和来源于国际制度的权力,这三种权力属性构成了国际制度性权力的内

涵,但三种权力属性会偏向于导致不同的国际关系形态,正是国际制度性权力

的多重属性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主权国家对国际制度性

权力的追逐在更长时期里(如图4中的T1 所示)又将改变国际制度性权力分

配和国际制度体系,并决定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向和方式。图4概括了现实制

度主义的核心理论逻辑。

图 4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三、
  

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属性与研究议程

国际关系理论在构建方法、理论层级、本体论偏好、认识论偏好和核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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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议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这些方面对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属性进行分

析,有利于进一步清晰地界定现实制度主义理论。

(一)
 

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属性

就理论构建方法而言,现实制度主义是一种范式间合成的理论。如华尔

兹所言,规律与理论不同,规律可被发现,而理论只能被构建。①
 

在国际关系理

论式微的背景下,不同的理论构建方法和创新尝试出现,如跨学科借鉴、跨时

间学习(如古代政治思想的当代意义)、跨空间学习(如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

展)、跨文化交流(如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另一类重要的理论构建和创

新方法是理论综合,具体包括折中、回归与合成三种路径。② 折中是将不同理

论中的有用元素简单地借鉴和重组,从而形成一个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框架,
回归是“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共性最大(或平均差异

最小)的基础路径”,而合成是对相关理论的共性和差异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内

部逻辑结构严密的理论。③
 

本文理论构建的方法是理论综合,最核心的综合逻

辑是将解释国际关系形态的权力逻辑与制度逻辑相结合,寻找解释国际关系

复合形态和国际秩序演进的合成逻辑。具体而言,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创建

包含了四种具体路径:折中(主要吸取华尔兹式结构现实主义和基欧汉式新自

由制度主义中的有用元素)、回归(从既有相关制度理论中拟合出国际制度的

三种权力逻辑)、批判(对相关理论的一些假设和逻辑进行了批判和创新)、合
成(通过核心问题和假设等方面的详细界定,将权力和制度两种逻辑有机结

合,尝试形成具有内核和内在逻辑的理论)。其中,合成是最重要的路径。
就理论层级而言,现实制度主义是在范式和宏观理论下的具体理论。参

考约瑟夫·奈等学者的用法,“范式”是指在基本行为体和基本公理层面具有

共性的理论集合,主要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④
 

借

鉴库恩(Thomas
 

S.
 

Kuhn)“专业基底”(disciplinary
 

matrix)的概念,范式是一

种理论基底(theoretical
 

matrix),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等方面具有鲜明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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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0页。
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第187—203页;庞中英、黄云卿:《国际关系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比较评析:基于科学哲学的视角》,《国
际论坛》2016年第3期,第42—47页;〔美〕鲁德拉·希尔、〔美〕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

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关于三种理论综合范式的比较,参见张发林:《国际关系的理论回归与基础路径:以国际制度理论为

例》,第91页。
〔美〕小约瑟夫·奈、〔加拿大〕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10版),张小

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一种认知和解释路径,其学科边界、理论内涵和解释范围较为宽泛。①
 

特定范式

包含了不同的宏观理论和具体理论,宏观理论即通常所谓的“主义”,古典现实

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都是宏观理论,
其通过对理论核心问题、假定、假设和研究议程的界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了

一种认知和解释国际关系的具体思路。但宏观理论通常也是一个集合的概

念,如图1所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宏观理论下包含若干不同具体

理论分支。由此可见,范式、宏观理论和具体理论在理论层级上存在依次包含

关系,解释的经验范围由大到小变化。现实制度主义是一种具体理论,是对新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同具体理论分支进行折中、回归、批判和合成而

构成了的一种具体理论。
就本体论而言,现实制度主义具有个体主义的偏好,是一种体系理论,但

也强调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影响。个体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还原到研究独立

存在的个体属性或这种个体之间的互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借

鉴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承认国际结构对行为的影响,但认为其对个体的身份

没有建构作用,所以它们都是个体主义的体系理论,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则是整体主义的体系理论。② 现实制度主义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界定为主权

国家,认为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会对主权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但不会建构行

为体的身份,行为体的个体特征继承了新现实主义的天然权力欲望观和新自

由制度主义的多元利益观。由此,现实制度主义是一种个体主义的体系理论。
个体主义体系理论的常见特征是强调从结构到施动者的单向维度,将体系结

构的特征视为外生的。现实制度主义有所不同,其通过强调国际体系的历时

性和引入时间变量,加入了施动者对结构的影响维度。如图4所述,在T0 阶

段,国际制度体系结构影响主权国家的行为,在此影响下,主权国家对国际制

度性权力的追逐决定了冲突—合作国际关系复合形态,但在T1 阶段和更长的

时间周期里,国际制度性权力追逐和国际关系复合形态会逐渐改变国际制度

性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
就认识论而言,现实制度主义具有物质主义的偏好,是一种理性理论,遵

循理性主义的结果性逻辑。物质主义认为“社会的最根本事实是物质力量的

本质和组织”,而与之相对应的观念主义强调“社会的最基本事实是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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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夷:《科学理论的演变与科学革命》,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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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和结构”。①
 

现实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对

主权国家行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物质主义色彩。这种影响是通过主权国家

的理性选择而实现的,遵循了一种结果性逻辑。结果性逻辑认为利益是行动

的最根本驱动因素,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是理性的。主流理性国际关

系理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利益的界定,新现实主义认为是结构决定利益权

衡和行动选择(即结构选择),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是制度决定利益权衡和

行动选择(即制度选择)。②
 

作为这两种理论的合成理论,现实制度主义强调国

际制度结构对利益权衡和行动选择的决定作用(即制度结构选择)。由此,现
实制度主义是一种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体系理论。

(二)
  

现实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

现实制度主义的核心理论内涵和理论属性决定了其主要研究对象和议

程。作为一种具体理论,现实制度主义并不尝试建立对国际关系所有现象都

具有解释力的一般性和普世性理论,而是聚焦于国际关系在特定时空里的新

变化,尤其是国际制度竞争和国际秩序变迁。具体而言,现实制度主义的核心

议程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个相关方面。
其一,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新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体系变

化和国际秩序演进有两大核心推动因素: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体系制度化。经

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家间和跨国联系的增加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现实源

泉。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另一个更加隐性和缓慢的变化是国际制度化,国
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国际体系逐渐演化为一个国际制度网络,国
际制度成为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具体表现为安全、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国际制度。由此可见,相对于新现实主

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诞生时的国际体系(20世纪70—80年代),当前国际关系

的制度化程度显著提高,国际体系的内涵更为直接地表现为一个国际制度体

系。现实制度主义的一个核心研究议题便是对国际制度体系的形态、内涵和

特征的研究,如制度化是否会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增加国际体系的等

级性?
其二,对冲突—合作复合国际关系形态的系统描述和解释。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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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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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
182—183页。



和国际制度化导致了国际关系形态的高度复杂化,出现了冲突—合作复合形

态,这种复合形态是现实制度主义理论解释的重要现象。前文分析了这种复

合形态的四个方面内涵,即关系波动、关系分层、关系聚类和关系细分。这四

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以便全面和系统地呈现出冲突—合

作复合形态的全貌。对这种复合形态的经验现实描述便可以对诸如“修昔底

德陷阱”“永久和平论”“霸权稳定论”等论断做出反驳和回应,即大国间的关系

具有复合性和复杂性,而非简单地呈现出一种单一形态(冲突或合作)。根据

本文的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和解释逻辑,对具体案例中这种复合形

态进行解释,是现实制度主义研究议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就中美关系而

言,系统地分析其双边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避免整体主义的单一判

断,有助于更加客观地分析中美关系,更加有效地管控可能出现的冲突,积极

地推动合作和发展。
其三,国际制度的变迁路径和自主性的度量。在国际制度竞争和国际秩

序演进中,国际制度自主性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而国际制度自主性的生成机制

和表现形式仍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具体而言,国际组织在何种条件下能成

为在国际社会中与国家并列的行为主体? 国际规则何以对国家行为产生约束

或体现特定国家的利益和偏好? 国际规范如何转播并引导国家行为? 与自主

性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制度的变迁路径,相关研究多强调外部

冲击后的结构性变化和渐进变革两种方式,且这两种方式的具体机制尚不够

清晰。
其四,大国制度竞争与国际秩序变革。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实力格局的变

化,国际秩序显现出变革态势,如上文所述,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及其结果

将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过程和结果。下文运用上述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对中美

制度竞争和国际秩序变革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对这一理论进行阐释。

四、
  

中美制度竞争的现实制度主义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体系制度化的背景下,中美间的竞争不再是单纯地

获取军事上的相对优势,核威慑(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复合相互依赖、技术

进步等因素使权力竞争的范围被扩大至高科技、金融、贸易、投资、观念等多个

领域。权力竞争的形式也不仅是谋求自我实力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为基于

实力,培育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能力和关系,其中国际制度是这种能力和关系的

直接和重要形式,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家间权力竞争的重要内容,中美制度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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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更是塑造国际关系形态和决定国际秩序演进方式的最重要因素。
 

中美多维度的制度联系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自特朗

普政府以来的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式的冲突关系,亦不完全是新自

由制度主义式的“复合相互依赖”,中美关系现状正位于两种理想模式之间,表
现出了冲突—合作的复合形态。这种形态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中美多维度

的制度竞争。
就作用于国际制度的权力而言,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国通过多种

手段维护或破坏既有国际制度,且多表现出了强制性和霸权属性,这些手段不

同程度地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冲突性。例如,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
美国采用多种消极和积极的手段进行维护,甚至包括发动局部战争;对于同样

由其主导创建的国际贸易制度,美国却采用了破坏性策略,如阻挠世界贸易组

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特朗普政府

还单边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开放天空条约》等国际制度,
增加了国际关系的冲突性。相较之下,中国作用于国际制度的权力起初主要

表现为动用各种资源使国际组织接纳中国成为会员,学习和接受既有国际规

则等,近年来开始尝试创建国际制度。总体而言,美国作用于国际制度的权力

更多表现出强制性和冲突性,是其利益和偏好在国际社会的表达,表现出了明

显的现实主义权力观。
就通过国际制度的权力而言,美国将既有主流国际制度作为其建立和维

系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而中国也将其视为融入国际社会,提升国际话语权的

重要手段,双方在国际制度中的合作和竞争并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重

建国际秩序,锁定国际权力格局和国际资源分配格局,谋求利益和权力的最重

要手段便是国际制度。既是偶有发生的局部军事冲突也是为了捍卫这种国际

制度格局,或最终也需要通过国际制度确立军事冲突带来的权力和利益再分

配。美国运用国际制度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方式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较长时期里,美国在经贸领域的国际制度上总体保持了较

为开放的态度,试图以此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到这些国际制度中。例如,美国为

了建立和维系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长期放任一些国家的贸易歧视

政策。①
 

这最终促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国际经贸制度,尤其是国际货币制

度和国际贸易制度真正发展成为囊括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国际制度。国际

制度通过提供磋商平台、减少信息不对称、协调利益分歧等功能性作用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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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的合作,这正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制度观的要义所在;另一方面,一
些国际制度也成为美国采取强制性措施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元霸权被视为

美元武器,美国在经济制裁中常以国际货币制度为手段;《北大西洋条约》成为

美国及其盟友实施军事措施的重要制度保障。①
 

这正体现了部分新现实主义者

所信奉的国际制度性权力观。
中国则更多通过国际制度表达其利益、认知和偏好,极少将其用作政策武

器。这既和中国在主流国际制度中的地位和权力有关,也即来源于国际制度

的权力有限,更是因为中国所秉持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和权力

观。基于此,中美间既有美国违背国际贸易规则所引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有

通过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达成了贸易合作;既有美国退出《巴黎气

候协定》所导致的中美气候合作僵局,也有通过《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

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而恢复的气候合作;既有因美国退出《中导

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给国际安全带来的隐患,也有五大拥核国家防止核战

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合作。②

就来源于国际制度的权力而言,业已形成的国际制度体系赋予中美不同

的组织决策权、规则制定权和规范塑造权。在美国主导建立的主要国际制度

中,美国拥有了最大的话语权,在很多组织中依然保有否决权。中国是诸多国

际制度的后来者,但其制度内的话语权却在不断提升,尤其是不断增加的国际

组织决策权和一定程度的国际规则话语权。中美关于来源于国际制度的权力

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在推动既有国际制度改革上的博弈。中国是改革的发起

者或积极呼吁者,而美国则扮演了改革的阻挠者。这正是由双方在既有国际

制度中的不平衡权力和利益分配所决定的。但总体而言,在既有国际制度内,
中美竞争的直接军事冲突极为少见,甚至连直接的非军事冲突和对抗都不常

见,而更多表现为在制度内的间接竞争。国际制度的路径依赖效应体现的十

分显著,甚至国际制度开始脱离国家权力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

和发展路径,这也正是强制度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观点。
中美国际制度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国

际秩序变迁的最根本驱动因素是国家间政治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这是前述

权力逻辑的基本内涵。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里,中国通过融入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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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下的主流国际制度,获得了快速发展,中美间实力的差距大幅缩小。
依据遵循权力逻辑的主流观点,实力差距的缩小和霸权国的地位焦虑必然导

致冲突和战争。这些观点往往忽略了制度逻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的融合

方能更好地理解国际秩序的演进。
其一,国际秩序的核心内涵是国际制度,美国维护国际秩序的优先策略选

择是维护或修正这些国际制度。崛起国实力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从既

有国际制度中获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除了对内的改革,对外的开放

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而开放的核心内容便是通过接受国际制度而融入国际体

系。对于霸权国美国而言,捍卫其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首要政策选

择便是修正国际制度,而非权力逻辑下的战争。对国际制度进行修正,使其可

制约崛起国的持续发展,维护霸权国的利益和权力,是特朗普政府国际制度策

略的核心目标。美国退出、升级、创建和破坏国际制度等一系列对外政策便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由此可见,国际体系制度化程度的提升改变了国家的策

略选择次序,中美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决定因素。
其二,美国在当前国际秩序的支柱性国际制度中依然占据主导性话语权,

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呈现出渐进变革的态势。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至少有四大核心支柱: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贸易制度、国际安全制度和民主价

值观念体系。其中,美国受到真正挑战的主要是国际贸易制度,尤其表现为以

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制度获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美国逐渐散

失了在国际贸易制度中的领导地位。于是,美国政府通过瘫痪世界贸易组织、
发动贸易摩擦、升级区域贸易协定等手段尝试修正国际贸易制度。去美元化

趋势增强、恐怖主义蔓延、西方民主价值观念的实践困境等因素也使得美国在

其他几大支柱中的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尚未撼动美国在这些支柱中

的绝对领导地位。由此,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很难在短期出现“大爆

炸式”的重构,中美制度竞争将成为未来较长时期内国际关系的常态,长期竞

争的结果将决定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向。
其三,即便是暴力式的秩序调整,最终也需要通过国际制度完成秩序修正

或重构。制度逻辑并非完全否认暴力冲突的可能性。随着国际制度自主性的

增强和美国在一些国际制度中影响力的下降,美国可能无法按其意愿修正国

际制度,国际秩序危机会持续恶化,崛起国在制度竞争中逐渐获得更大的优

势,这有可能诱发美国为捍卫霸权地位和推动国际制度重构的暴力冲突,作用

于国际制度的权力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力量。“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大国竞争

和国际秩序变迁的一种选项,而非一种必然的结果。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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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结果所确定,或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调

整,或是中国式国际秩序的诞生。无论何种方向,国际秩序变迁都将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式没有先验的必然结果,而是条件性地取决于

中美竞争中对不同国际制度性权力的选择和运用,并不存在“注定一战”,国际

秩序的和平演进具有可能性。

结  语

在国际关系现实复杂性提升和国际关系理论式微的背景下,理论创新需

求强烈,创新方式较为多样,现实制度主义理论正是从理论综合的角度出发,
对解释国际关系形态的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进行合成,尝试对国际关系冲

突—合作复合形态和国际秩序变迁提供一种理论解释。由于国际关系现实的

复杂性和可变性,单一理论难以解释跨时间和跨空间的所有国际关系现实,既
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较为显著的时代性。现实

制度主义同样重点聚焦于大国制度竞争与国际秩序变迁,尝试成为在特定时

期里具有跨空间一般性的理论,但其依然重点关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且具有

很强的时代特征,难以成为跨时间维度的一般性理论。这种新理论也绝非对

其所融合理论的替代,而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国际关系现实变

化的新解释,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补充。诚然,本文的理论创建还只是尝

试性和启发性的,希冀以此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新变化做出理论回应,激起更多

理论争鸣,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助力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秩序

的和平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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